
24网络文摘 新世界时新世界时报报2021年10月1日

NEW WORLD TIMES

“回不去的农村，融不进的城市”，是很
多农村青年在城市里面临的尴尬与悲伤。

其实，问题本身远远超出了农村范畴。
比如，农民打工人如何真正成为城里人，这
是城市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企业如
何进入农村投资，这是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是城市二元经济结
构的问题。

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农村的中国问题，后
者是一个更加透彻的视角。本文从经济学
的角度探讨农民与农村的出路。

01、农民与自由市场
上个世纪 80年代，中国农村是一个游

离于货币经济之外的社会。
分田到户后，粮食产量较之前有所提

高。当时的农田面积、肥料、农药、种子及耕
种技术变化不大，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
了。这就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作用。

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都记得，当时面临
的问题不是吃饱穿暖，而是没有现金，一个
家庭要拿出几百块钱来都颇为困难。为什
么？因为没有市场。当时的农村基本上还
是自然经济，而不是货币经济。即便有些粮
食、蔬果等劳动剩余，也没有渠道和市场销
售。同时，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剩余，也没有
相应的市场吸纳。

为什么会有劳动力剩余？
由于没有启动自由市场，农村劳动力只

能扎堆农业。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
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规模固定与技术稳定
的农业领域（如一亩地），人均产值就越低。
所以，外出打工，就成了当时农村青年的唯
一出路。

通路，启动了自由市场。
当时喊得震天响的口号是“要致富，先

修路”。什么意思？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修路相当于降低了交易费用。乡村与城市
通路，信息开始互通，供给与需求自发性地
形成，进而促成交易与价格，价格机制发挥
作用，自由市场启动。

信息，或者叫思想市场，是自由市场启
动的第一步。当时，农村观念保守，信息不
通提高了心理的交易成本。港台文化通过
影视的方式进入乡村，一些长辈不希望青年
外出打工“学坏”，或者遭遇资本家的剥削和
流氓的欺负。但是，道路修通后，更多真实
的信息反馈回来，很多人开始外出打工，出
现了第一批“外来妹”。

在南方，早期创富的乡镇和乡亲，都与
早期通路直接相关。比如，湖南、广西、福建
和江西都紧邻广东，但是湖南人在广东这边
创富更早一些。除了湖南人勇于闯荡的精
神外，湖南与广东通铁路更早是关键。江西
开通珠三角的铁路已是 1997年的事情了，
高速更是2004年才通车。

通路后，首先启动的是劳动力市场，而
不是农产品市场。

乡亲传帮带是农村青年外出打工、创业
的主流模式。这与南方的宗族社会有很大
关系。通常，最大胆的几个青年提着一袋衣
服跑到珠三角进厂打工。一年到头，赚了一
点钱回家过年，他们通常会购买一些时尚的
衣服。现在看来当时一年打工赚得钱实在
太少，但是对游离于货币经济之外的农村来
讲，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年后，这几个人会
带一些乡亲一起去打工，在同一个厂，或介
绍类似的工作。

如果这个工厂或这个产业效益好，如深
圳的电子、东莞的服装、顺德的家具，会有更
多的乡亲通过这种传帮带的方式参与进
来。这时，原始的乡村信用体系发挥了作
用，宗族文化与乡亲信用大大降低了信任成
本，相当于降低了交易费用。

率先创富的往往是那些具备“企业家才
能”的打工者。通常，工厂订单持续增加，工
厂老板一时无法拓展工厂，会支持个别“能
干事”的工人去外面兴办一两个外协厂。外
协厂，开始时规模都很小，更像家庭小作坊，
负责的工人往往会找几个老乡过来一起
干。随着原始工厂的订单越来越多，这类外
协厂的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打工人成为
了小工厂主。同时，越来越多老乡加入到这
些工厂。这些外协工厂有个别在精明的工
厂主带领下可能做大。

这种模式，像制造业的“航母群”。原始
工厂是一个超级航母，周边围绕着一群外协
工厂。这种模式在外贸领域很常见。进入
千禧年后，中国的外贸订单持续扩张，制造
业的航母群“水涨船高”。航母规模越来越
大，这个产业集群就越来越大，创富的工厂
主也就越来越多。

过去一些年，不少内地政府承接沿海工
厂，在广州、深圳设招商办，举办招商会、地
方商会，邀请外出创业成功的老乡返乡投
资。有些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些规模不小的
产业集群。比如江西有一个城市专门为顺
德家具提供代工，湖南一个城市为珠三角电
子提供代工。这些工厂多数是成功的企业
主返乡创建的。新一代青年农民在距离乡
村不远的工业园打工。这是过去南方乡镇
经济发展的一种路径。

在过去四十年，农民在中国经济增长中
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廉价劳动力”。但其
实，农民是中国自由市场启动的关键力量。
在企业家群体中，有早期的港商、台商，也有
后期的欧美投资者，还有九十年代下海的官
员，以及千禧年之后的知识创业者，但是最
不能忽略的是农民企业主。

在八十年代自由市场启动初期，神州大
地只有农民群体具备“企业家才能”，可能转
型成为企业主。因为农民是唯一没有被纳
入计划经济体系的群体。我们在讨论，苏联
解体 30年，俄罗斯为什么没有形成自由市
场？因为没有企业家群体，苏联将绝大部分
人纳入了计划体系，耕耘了几代人，消灭了
竞争意识、创造能力和冒险精神。

中国的情况存有差异。我们今天讨论
东北衰落、经济南移，为什么？东北是中国
计划体系最为完整的地区，改革开放后，东
北缺乏启动自由市场的群体。整体上，南方
的市场启动要优于北方，市场发达程度要强
于北方。这是南强北弱、经济与人口南移的
根本原因。南方的自由市场启动靠谁？

靠农民。南方的计划体系要弱于北方，
尤其是广大南方的山区农村。中国农村的
计划经济只实施了短暂的时间，南方农民游
离于计划经济之外，他们当年被贫困所迫渴
望外出创富。八十年代自由市场打开后，农
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搞货运，卖快餐，卖
水果，几乎无所不干，敢想敢干。像电视剧
《鸡毛飞上天》中的陈江河和骆玉珠，中国市
场上可以找到无数个这样的农民企业主。
他们中每个人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是中国
的商业历史上最令人感慨的故事。当然，绝
大多数农民还是在工厂里打工赚钱。

400年前的欧洲，脱离城邦的农民、流民
及“贩夫走卒”启动了近代自由市场。40年
前，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中国，农民启动了中
国的自由市场，然后才有下海潮、外资潮。

浙江农村究竟有多富？
02、农民与城市文明
但是，中国企业主及工人，他们的竞争

力又是脆弱的。脆弱性来自两个方面，一个
是市场方面，一个是非市场方面。

中国农民企业主的生存具有很强的依
附性。他们对超级航母的依赖性很强，超级
航母又依赖于海洋。这些年，国际贸易环境
不如 2008年之前，超级航母的吨位在下降，
依附于航母生存的外协工厂生存变得艰
难。一旦超级航母消失，大型工厂倒闭或整
体迁移到东南亚，整个园区与之配套的上下
游工厂都面临灭顶之灾，大量适合农民工人
的就业岗位也就随之消失。这种例子在近
些年并不鲜见。

如今，我们在新一代农民或打工人身上
很少听到像陈江河和骆玉珠那样的故事。
一方面原有的国内外市场趋于成熟和饱和，
进入门槛更高，外协订单减少；另一方面，中
国制造业的技术迁移红利衰退，这种模式的
创富机会在减少。

过去几十年，中国享受了欧美世界技术
迁移的红利，农民工人及农民企业主也是如
此。如今农民工人面临的困难，其实是中国
整个制造业的技术迁移红利衰退的问题。
依附于超级航母生存，本质上是依赖于超级
航母转移过来的技术与设备，大量外协工厂
缺乏真正的技术，也缺乏技术改进的动力。
除了引进新设备外，新一代农民工人较上一
代农民工人，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并未领先
多少。创业机会越来越少，又无法赚取技术
性工资，这让新一代农民工人不太愿意留在
工厂。

他们更愿意去当骑手送快递，送外卖，
跑滴滴，安装电信网络。为什么？因为与上
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知
识与技能要强得多。他们知道怎么使用网
络交流，使用手机接单。尽管被算法锁定，
但新一代农民工人更希望以这种方式谋生，
并渴望穿行在城市大街中寻觅到商业机
会。一位开滴滴的司机跟我说，他后悔自己
花了十年的时间待在工厂，认为那是愚蠢的
行为。司机说，他开滴滴后赚得钱比之前更

多，也获取了更多的信息。当然，这不是骗
各位去开滴滴的故事。

中国农民企业主及工人的脆弱性还来
自非市场性的城乡壁垒。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过去中国农民状
况得到改善，靠什么？靠他们启动的自由市
场。路修通了，他们进城打工创收，之后返
乡创业。同时，农民把本地的水果和蔬菜运
往城市销售。

这就是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这个过
程，技术没有太大的变化，就因为自由市场
启动，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在城乡之间自由
流动，市场重新配置了资源，财富就增加了。

这是农民致富的经济学逻辑。
但是，现在农民、农业及农村的发展问

题，正是背离了这种逻辑所致，具体来说是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这里我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是城市？什
么是城市化？城市不等于产业聚集地，也不
等于楼宇聚集地。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分工
与交换体系，而维系这一体系需要一个高效
的公共资源体系。这个公共资源体系是城
市化的文明成果。

户籍曾经是中国农民与市民的身份识
别码，是城乡二元经济的门槛。过去，对进
城打工的大部分农民来说，他们并不是这座
城市的主人，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洪流中的一
粒沙子。

03、农民与农村出路
这是我要讲的城乡二元经济的另一面，

那就是农村的市场隔离。
过去，城市之所以兴旺，是因为启动了

自由市场，信息、资本与劳动力的流通禁忌
更少。农村之所以衰落，是因为没有形成一
个资源充分流通的市场。农村也有自由市
场吗？

其实，农业不是传统行业，农村不是落
后社会。

更准确说，产业与能源一样，没有新旧
之分，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只有效率高低的
差异。美国、日本的农业具有相当的技术含
量，美国的农村不仅有自由市场，而且是全
球化的自由市场。世界上最先进的种子公
司、化工公司为农场主提供种子和化工技
术，先进的农机制造工厂为农场主提供耕种
设备，农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同时形成庞大
的期货、信贷与保险市场。这就是美国农业
的自由市场。

在美国，农业就业人口已经少之又少，
但他们支撑着全球粮食市场。美国的农村
也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美国农民平均收入并
不低，乡村公共资源也相对丰富。可见，农
业也是可以赚钱的，农民在乡村也可以过得
很好，尽管农民的比例不高。

再看中国，中国一些相对富裕的农村，
也是自由市场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比如一
些具备旅游资源的农村发展成为了特色小
镇、生态乡村、民宿乡村。这就是中国乡村
的旅游市场。

但是，整体上来说，中国农村存在严重
的市场隔离，阻碍了人才、土地和资本进入，
从而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也
阻碍了农民致富和乡村发展。这是为什么？

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城里创业赚了钱，
在城市落户安家。这时，你想回乡投资，购
买一大片土地规模化养殖或种植。这种难
度是很大的。因为从制度上，你是无法实现
的。乡村的土地是集体土地，落户城市的你
失去了购地的资格。

过去，集体土地分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的
劳动积极性，但如今这一土地制度边际效用
在递减，集中在土地流动性问题上：

一是限制了土地资源的充分配置。
土地流动性受限，土地被碎片化，无法

形成规模效应，大型农业机械难以派上用
场。缺乏规模效应，农民也不愿意在土地上
多投入，由于土地肥力递减，影响农业收入
的增加。

反过来说，如果土地流动性问题被打
破。有些人可能不愿意耕种，也不留在农村
生活，他愿意将土地变现，如贷款或出售，以
在城市购房或者作为创业本金。同时，一些
愿意耕种的人接手，形成规模效应。这就是
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也是优化劳动力资源配
置。

二是阻碍了资本、技术与人才进入农
业，扎根农村。

农业是一个周期性长的风险行业，大规
模经营，需要大资本投入“深耕细作”。如果
土地产权流转受限，确权成本高，那么相当
于放大了投资风险。

有人提出，土地承包制度也支持土地流
转，不一定非得产权买卖。确实，在山东、湖
南，我们都看到大量外地农民承包大片土地
种植水稻和蔬菜。其中，一些形成规模效
应，使用了大型农业机械。

但是，这种效益普遍都不高。比如，在
湖南岳阳地区，河南人大量承包当地土地，
但人均收入不高。反过来说，但凡效益高的
承包种植，都会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我举个例子。在南方一个地区，当地农
民掌握了一种水果的种植技术。近些年，他
们主要收入来自种植技术的输出。他们到
周边省份大规模承包当地的果园，然后采用
他们的技术改造果园，果树产量迅速翻倍，
质量也大幅提升。虽然产值规模扩大，但是
由于水果质量提升，价格没有下降多少，避
免了“谷贱伤农”。这个地区的农民通过种
植技术输出致富。

但是，他们也面临一些问题，问题主要
来自土地产权。由于土地无法购买只能承
包，产权无法获得充分的保障，当地农民看
到被承包的果园产量和收益翻倍，马上要求
毁约，设置各种路障，强行收回果园。他们
一次改造土地，肥力可以维持几年，投入资
本不少。如果当地农民毁约，他们就血本无
归，手上空有技术和资金都不敢投入，眼睁
睁地看着果树亏本。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不是没有技术，
没有资本，但是当地农民、承包农民和社会
福利都受损，问题出在哪里？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农村和农业没有形
成一个充分的流动性市场。土地的流动性
受限，技术、资本和人才进不了农业和农
村。农业的进步、农民的增收和农村的发
展，就无从谈起了。所以，乡村的凋零与衰
落，不是城市化的问题。只要城乡二元经济
打通，城市与乡村可相得益彰。

近些年，高层在考虑推进土地制度改
革。土地改革是不是一定要私有化？这是
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国有土地行不行，集
体土地行不行？像新加坡的淡马锡、德国的
大众汽车都是国有的，但是效益非常好。在
自由市场中，个人产权是交易费用最低的制
度。反过来说，国有产权制度和集体产权制
度，想要产生高效益，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
就是极高的公共治理能力。

如果当地农民毁约，承包商可不可以告
他，当然可以，但是交易费用很高。乡村治
理问题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当地人依仗集体
的力量可以有很多办法“搞”外地承包商。
目前良莠不齐的乡村治理水平，难以支撑集
体土地制度发挥效率。

我们需要警惕制度抬高交易费用。当
年深圳尝试搞土拍，让城市国有土地开始流
动。但是，单一的土地供应，大大提高了交
易费用，集中反应在高房价上。在集体土地
制度中，土地由本地农村集体控制，价格机
制扭曲，同样大大抬高了交易费用。

土地个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形成
更加高效的市场，但是否催生两个问题：一
是农业安全，二是农民失去土地。

农村的土地，让资本、技术和人才进来，
农业产值才能提升，农业技术才能提高。土
地流转与守住耕地红线并不矛盾，只是会增
加政府的管理难度。但这个管理成本的付
出是有价值的。耕地红线是粮食安全的重
要保障，农业技术是根本保障。

关于农民的生存安全问题，是人们最为
关心的。我想分为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让所有人建立“成人思维”，而不是
婴儿思维。所谓成人思维，对自己的独立决
策负责。个体的独立行为是人类文明的基
石，独立行为包括自由决策，还包括对自由
的后果负责。城市的房子是个人的，也可以
交易，我们是否需要担心市民失去房子？交
易房产是他们的自由，他们也必须为这个自
由承担责任。中国农民到处奔跑闯荡，没人
为他们兜底，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对自己负
责。二是考虑到社会风险，可以分步骤推
进，不动宅基地，先在耕地上推进改革。

其实，这两个问题并非改革考虑的关
键，关键是土地征收成本问题。

总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启动自由市
场，是农民增收的可靠逻辑。我们遵循这个
逻辑，其实就是遵循经济规律。农村的市场
障碍其实更大，下游的粮食收购，上游的化
肥研发、种子研发、化肥进口，需要更加充分
的竞争与流动。

农村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如何启动市场
的问题。当年，农民进城打工和创业启动了
城市自由市场。如今，该启动农村市场了。

农村的出路


